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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礼中、曹慰祖谈城市建筑的未来，称摩天大楼和自然是脱钩的 
 

2016 年 12 月 14 日 | 界面新闻 
 

“我们的目标不是建立所谓隔离的景观，而是一个完全一体化的文化区，一个充满活力的城市。” 建筑师贝礼中称。 

 

贝礼中第一次来到桂林旅游是在 1978 年，那时中国正在试图走出长期计划经济下的阴影，贝礼中与他的父亲贝聿铭

一道受邀来到中国访问。 

 

在 1970 年代末，这类邀请通常是某种变革举措的先声。第二年，贝聿铭被中国政府委托设计一个重要的建筑项目—

—香山饭店。贝聿铭考虑了很久是否要接受这个项目，此前，他拒绝了一个在故宫附近设计高层建筑的请求。 

 

拒绝的原因来自贝聿铭对于北京城市规划的思路，他后来多次提出，应严格控制北京古城区的建筑高度，以保持从故

宫向外平缓开阔的空间格局。在贝聿铭看来，北京最理想的规划是建成巴黎式的城区，“里面不动，只进行改良，高

楼建在旧城外面”。 

 

但在改革开放初期，商业项目开发者和城市规划者们考虑到这些的并不多，同样参与了香山饭店设计方案的建筑师曹

慰祖对当时中国大陆匮乏的建筑知识记忆犹新：“当时中方的合作者不知道怎么构建这个项目，他们只有一家建筑公

司，并且来对接的人把我们的图纸看都看反了。” 

 

贝礼中亲身感受到了人们求新求高的建筑需求：“当时国内在现代建筑设计上有一个不好的趋势，就是过分西化，改

革开放之后涌入了很多新的思潮。然后很多地方都建起了高楼大厦。” 

 

贝聿铭被归类为现代主义的代表人物，但他同时也以坚持民族性著称。早在 1946 年，贝聿铭还在求学时，他就曾和

自己的导师、建筑大师格罗皮乌斯发生过争论，后者认为未来建筑的主流将是国家风格的现代主义。格罗皮乌斯是

20 世纪最伟大的建筑设计师之一，也是包豪斯的创办人，但贝聿铭的成就同样不可小觑。 

 

人们很难说谁的看法更贴合实际，但在 1978 年，当贝聿铭登上景山环顾北京，看到沿着中轴线两侧排布的胡同、街

道、钟鼓楼时，他的直觉压倒了老师的理论，“城墙虽然没了，北京的肌理还在。” 

 

近 40 年后，贝礼中在广西桂林的十如论坛上告诉现场听众那些高楼的结局：“到 1993 年的时候，北京政府出台了

新的规划条规，最后中心城区内的许多高楼被拆除掉了，但香山饭店一直还在。”因为这件事，他对父亲前瞻的能力

印象深刻。 

 

贝礼中在哈佛大学学习设计，当香山饭店的设计重任落在父亲肩上时，他刚刚在贝聿铭建筑事务所工作了两年。贝聿

铭的建筑理念深刻影响了所有的儿子，1992 年，贝礼中与哥哥贝建中一起，独立创办了新的贝氏建筑事务所，开始

自己的事业。 

 

如果说贝礼中通过香山饭店体认到了建筑与城市的微妙关联，曹慰祖的香山经验则体现了不同意趣，在 1981 年考察

香山饭店项目的闲暇，这位毕业两年的建筑师拿着相机奔波在北京郊区的乡村和工地上，乡村公路上通勤的骡车、躺

在谷堆上睡觉的妇女，都成为他胶卷里的素材。通过这种方式，他满足了自己的好奇心，也更细致地观察着中国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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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总把现代主义和现代化思维混淆起来。其实现代主义更多在乎的是自由的态度，要按照最人性化的方式解决面

临的问题。这是我在这个香山饭店项目中所学到的。” 

 

那段时期成为曹慰祖建筑生涯的一个重要节点。在香山饭店的设计过程中，曹慰祖不仅目睹了贝聿铭在与一个刚刚开

放的市场打交道时的处理之道，也开始思考建筑师在面对复杂项目时应有的态度。 

 

“我开始抑制住想要参与其中的欲望。”这出于一种复杂的感情，“我当时感到惧怕从中接手极具潜质的项目。” 

 

曹慰祖在 1985 年成立了自己的建筑设计品牌，贝聿铭曾向他提出忠告：不要选好项目，而要选好客户。曹慰祖当时

的反应是，“那我就去当自己的客户就好了。”于是他与合伙人在中国成立了一家新公司，用以对接国内的建筑项目，

“我们希望能够在中国这边做更好的项目。当时是希望能够就反消费主义、现代主义这样的一些主题，来做一些项

目。” 

 

在新加坡，曹慰祖承接了被誉为“新加坡的洛克菲勒中心”的新达城（Suntec City）项目，前后花费了 10 年时间为

其进行建筑设计。在香港，他花费了 12 年时间，将与设计师 Joyce Ma 合作的精品店从一家扩张到五家。审慎的建

筑观和慢条斯理的设计节奏开始成为曹慰祖的标志。 

 

在贝聿铭的黄金时代，现代主义的建筑设计理念风靡全球，稿纸和铅笔是建筑设计师们的傍身利器。“少即是多”

（less is more）的原则影响着当时的经典建筑，它们简洁、明确。但到了贝礼中自立门户的时代，电脑绘图和其他

辅助技术的进步使得设计师可以尝试过去无法做到的复杂建筑。 

 

“与过去相比，很多概念都发生了变化，有一些传统建筑，并没有很好的考虑环保因素。”贝礼中向听众提起纽约帝

国大厦改造的例子。 

 

“帝国大厦在 1933 年的时候建成，在之后几十年的时间里一直是全球十大建筑之一，但在 2009 年，整座大厦更换

了 60%的窗户。虽然花了几百万美元，但是它换成了新的玻璃的材料，目的是减少能耗，减少碳排放。” 

 

实际上，这个项目计划的真实花费远大于贝礼中的预估，帝国大厦的改建计划花费了 2000 万美元，将整座大厦

6500 片窗户玻璃加入隔热层，并重新设计连接所有空调、风扇、照明设施的能源系统和温度调节系统。这种节能投

入并非没有意义，设计者称，帝国大厦改造后每年将节约 440 万美元的能源成本。 

 

相比单一建筑，贝礼中相信综合规划才是低碳建筑的未来。一个重要的例子在纽约曼哈顿中城，世界上最繁忙的商务

区。 

 

曼哈顿的可开发区域只有 28 英亩，但由于地面上包含了 75 万平方米的办公空间，以及多数餐厅、公寓、学校、公

众艺术中心等，这一项目的实际开发面积达到 68 英亩。 

 

“它是高度发达、可持续性的、密度很高的互联互通的区域，包括了休闲、文化和交通运输的功能。”贝礼中认为，

类似的综合体开发目前还很难中国出现，原因不难理解，“它能够为居住其中的人提供非常清洁的开放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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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来越多的地方政府开始邀请知名的建筑事务所们为自己规划范围更大的产业开发区。与之相应的，贝礼中、曹慰祖

的设计兴趣更多转向建筑规划，他们在中国代表的项目包括北京的“星德宝”项目、青岛的 The Agora 项目，以及

四川的西区城市规划项目（Xiqu Urban Development Masterplan）等。 

 

贝礼中最近的一个综合体项目在江苏无锡，拥有 147 英亩的规模。“我们不是在建立所谓隔离的景观，而是一个完

全一体化的文化区，一个充满活力的城市。” 他停顿片刻，“我的事务所在中国拿下了不少开发区的设计方案，我

希望我们可以去实现可持续和低碳的目标。” 

 

对于高层建筑，两位建筑师均表示并无特别的兴致。“摩天大楼和自然是脱钩的，如果我们必须将大量人口放在高层

大楼里面，那我们应该找到新的方式。”曹慰祖则颇带俏皮的解释：“在 1978 年，贝聿铭先生已经拒绝这种构建北

京高层建筑的想法。” 

 

而被当现场观众问及当代的逆城市化潮流时，以审慎闻名的曹慰祖说出自己的想法：“我在纽约出生，在那里也有人

提倡离开城市去种田，这是一种社会变革的口号，也许是未来的趋势。但我想总体上，人们还是向往城市生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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